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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离婚的动态家庭分工理论及
一个提高分工效率的保险机制

陈　钊　陆　铭　吴桂英
3

摘　要　将离婚的可能性引入家庭决策是家庭经济学中新的研究方向。
本文构造了一个考虑离婚的两期动态家庭分工模型 , 在这个模型中 , 由于存在
离婚的可能性 , 市场工资较低的一方将增加其劳动供给作为一种自我保险 , 以
便更多地获得市场劳动中的人力资本积累 , 降低在离婚发生时的经济损失。对
离婚可能性的考虑导致了动态决策中家庭分工的低效率 , 而针对家庭稳定性的
保险机制则被证明可以纠正这种效率的扭曲。

　　关键词　家庭分工 , 离婚 , 女性劳动供给

一、引　　言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持续升高成为影响发达国

家劳动供给的重要因素。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转型国家 , 两性在收入和就

业方面的差距在扩大 ,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呈现出比男性劳动参与率更快的下

降趋势。因此 , 理解女性的劳动供给行为是解释世界各国劳动供给决定的核

心问题之一。实证研究表明 , 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传统理论已经很难解释发

达国家 1980年代中期以后女性劳动供给持续上升的现象。例如 , 实证研究所

揭示的离婚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正相关的现象就难以在传统理论框架内得到

说明。于是 , 经济学家们开始尝试用家庭的离婚威胁模型来解释女性劳动供

给的决定 , 将女性较多地参加市场劳动视作一种女性自我保险的机制。更多

地参加市场劳动虽然可能失去一部分的家庭分工收益 , 但却可以由此而实现

人力资本的更快的积累 , 这样即使未来发生离婚 , 女性劳动者也不至于在劳

动力市场上处于太差的境况。本文通过构造一个考虑离婚的两期动态家庭分

工模型将上述思想进行了形式化。我们证明 , 考虑离婚可能性之后的策略性

行为将使市场工资较低的一方 (通常是女性) 增加劳动供给 , 这时家庭分工

将陷于低效率状态。在此基础上 , 我们还提出了一个提高女性福利和促进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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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保险机制 , 并且通过数值模拟显示了福利水平与保险系数之间的关系。

本文是这样安排的 : 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的回顾和评论 ; 第三部分是本

文的模型 , 借助于这个模型 , 我们可以看到对离婚可能性的考虑会使家庭的

劳动分工模式偏离比较优势原理所要求的最佳分工状态 , 降低家庭成员总的

福利水平 ; 第四部分从理论上探讨一个基于本文模型的保险机制对提高家庭

分工效率的作用 ; 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相应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二、文献回顾和评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 发达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上升成为这些国家

劳动供给增长的重要原因。根据 Becker (1981) 的理论 , 女性更多地从事市

场劳动可以由女性工资相对上升引起家庭分工发生变化来解释。的确 , 在

Mincer (1962) 的开创性工作之后的二十年间 , 用工资的上升来解释女性劳动

参与率 ( FL FPR) 的上升成了经济学家们的常用思路。例如 Smith and Ward

(1985) 由此解释了 1950—1980年间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 58 % , 但是 , 他

们的模型在解释由此以后的女性劳动供给时就遇到了麻烦 , 因为在那之后工

资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 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却仍然在提高。Blau (1998) 指

出 , 如果用传统的那些解释变量 , 将有相当大一部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得不到解释。于是 , 近十年来经济学家们继续在传统理论基础之上寻找一些

“剩余”的因素来解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变化。例如 , Greenwood , Guner and

Seshadri (2000) 用家用耐用消费品生产率的提高 (一种技术进步) 解释了女

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 Olivetti (2001) 认为对经验的回报率的上升是导致女

性工作时间上升的原因 ; 而在 Jones , Manuelli and Mc Grattan (2001) 的模型

中 , 两性工资间一点小的变化就可以导致已婚女性的工作时间大幅度增加 ,

相反 , 家庭生产中的技术进步却对女性劳动供给没有显著的影响。1 那么 , 这

些传统的家庭分工理论是否已经很好地解释了现实呢 ?

1 Jones et al . (2001)还提供了一个相关文献的较详细的综述。此外 ,有一项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也很有
趣 ,Newmark and Postlewaite (1998)将社会规范 (social norms)引入对于女性劳动供给的分析 ,并发现了女
性就业中存在“同群效应”(peer effects)。

在上述传统的家庭决策模型中 , 实际上隐含地假设了家庭成员具有一个

被良好定义的共同的偏好 , 在这个假设之下 , 一个自然的理论结论就是 , 理

性的家庭分工的结果必然是最大化家庭总福利的。但是 ,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以来 , 西方社会的婚姻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 离婚率明显上升 , 而结婚率

和生育率却明显下降 (参见表 1) , 这对于家庭分工和女性就业产生了显著的

影响。近年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向传统的共同偏好模型提出了挑战 , 一些研

究发现在家庭分工中存在着很多低效率现象是无法在传统的理论框架内得到

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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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结婚、离婚和生育 :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比

结婚率
(每千人)

离婚率
(每千人)

生育率
(女性人均生育数量)

1980 1989 2000 1980 1989 2000 1980 1989 1999

捷克 7. 6 8. 6 4. 3 2. 6 3. 0 3. 1 2. 07 1. 87 1. 17
匈牙利 7. 5 6. 3 4. 6 2. 6 2. 4 2. 6 1. 91 1. 78 1. 32
波兰 8. 6 6. 8 3. 6 1. 1 1. 2 1. 2 2. 28 2. 08 1. 40
斯洛伐克 7. 9 7. 6 5. 0 1. 3 1. 6 1. 6 2. 31 2. 88 1. 37
斯洛文尼亚 6. 5 4. 9 3. 7 1. 2 1. 1 1. 1 2. 08 1. 52 1. 24
爱沙尼亚 8. 8 8. 1 3. 5 4. 1 3. 8 3. 2 2. 02 2. 21 1. 23
拉托维亚 9. 8 9. 0 3. 3 5. 0 4. 2 2. 5 2. 00 2. 05 1. 11
立陶宛 9. 2 9. 4 5. 0 3. 2 3. 3 3. 3 1. 97 1. 98 1. 35
阿尔巴尼亚 — — — — — — 3. 62 3. 00 2. 40
保加利亚 7. 9 7. 0 4. 0 1. 5 1. 4 1. 2 2. 05 1. 90 1. 13
罗马尼亚 8. 2 7. 7 5. 9 1. 5 1. 6 1. 9 2. 43 2. 20 1. 32
哈萨克斯坦 — 10. 0 6. 0 — 2. 8 2. 2 2. 90 2. 82 2. 00
俄罗斯 10. 6 9. 4 5. 0 4. 2 4. 0 3. 1 1. 88 2. 01 1. 25
乌克兰 9. 3 9. 5 6. 0 - 3. 7 3. 5 1. 99 1. 99 1. 30
法国 6. 2 5. 0 4. 9 1. 5 1. 9 2. 0 1. 95 1. 79 1. 77
德国 6. 3 — 5. 4 1. 8 2. 0 2. 4 1. 44 1. 42 1. 35
英国 14. 8 14. 0 10. 6 2. 8 2. 9 3. 2 1. 89 1. 80 1. 71
美国 10. 5 9. 7 8. 5 5. 2 4. 7 4. 6 1. 84 2. 01 2. 06

　　数据来源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based on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1 , and
the Global Market Information Database , 此处转引自 Svejnar (2001)。

首先 , 共同偏好决定的单一形式的家庭效用函数使我们无法讨论行为人

关于结婚和离婚的决策 , 或者说 , 这类模型虽然解释了合作关系的形成 , 但

却忽略了家庭内部的结构 , 而现实中不断上升的离婚率提醒经济学家们在建

模时应重视家庭内部冲突的重要性 (Lundberg and Pollak , 1996) 。2

2 Lundberg and Pollak (2001)还以家庭选址问题为例 ,用一个两阶段的婚姻和迁移非合作博弈模型揭示
了家庭决策中的低效率问题 ,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将这个模型运用到家庭分工决策中去。

第二 , 对家庭行为的实证考察也并不支持共同偏好模型对家庭消费需求

的解释。在家庭决策具有共同偏好和联合收入预算约束的情况下 , 如果价格

保持不变 , 那么就只有家庭总收入变动才会影响家庭需求 , 然而大量经验研

究发现 , 当家庭总收入或支出保持不变时 , 丈夫和妻子单独的劳动收入或非

劳动收入变动都会显著地影响家庭的需求方式 ( McElroy , 1981 ; Duflo and

Udry , 2001) 。另一项对于巴西家庭的实证研究发现 , 谁控制家庭的非劳动收

入 (unearned income) 对家庭的营养摄取和孩子抚养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 从而

拒绝了共同偏好模型的结论 ( Thomas , 1990) 。

第三 , 也是与本文关系最为密切的是 , 共同偏好模型对女性劳动供给行

为的解释力已经大大下降。从严格的理论分析角度看 , 最优时间配置要求个

人在家务劳动和市场劳动上的边际产出相等 , 也就是说 , 夫妻双方的分工有

助于家庭总产出的提高。在共同偏好模型中可以推断 , 实际工资的上涨和男

女工资差异的缩小会使已婚女性从家务劳动转向市场劳动 , 从而提高 FL F2
PR。但是一项实证研究表明 , 虽然 1950—1980年间 FL FPR 的上涨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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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由实际工资的上涨加以解释 , 但在那之后实际工资开始下降 , 而 FL FPR

却持续上涨 ( Smith and Ward , 1985) 。又如 , 按照传统模型的一阶条件 , 如

果一个女性同时从事家务劳动和市场劳动 , 那么最优时间配置要求其在两者

上的边际收益相等 , 但是观察发现 , 即使工资低于女性在家中抚养孩子和从

事家务的时间的影子价格 , 很多女性仍然较多地从事市场工作 (Lehrer and

Nerlove , 1981) 。这些都是传统家庭分工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低效率现象。一项

更为长期的研究来自 Goldin (1990) 对美国经济史的考察 , 他发现 1890年到

1930年间美国 FL FPR 的上涨主要来自供给方的原因 (如生育率的下降、家

用电器的发明和普及、工作条件和地位的改进等) ; 1940—1960年则主要来自

需求方的变动 (如职业和部门的扩大与深化 , 生产技术和雇主偏好的改变

等) ; 但是 1960年代之后 , 女性劳动供给的收入弹性和工资弹性都接近于 0 ,

供给和需求方的原因都不足以解释持续上升的 FL FPR , 从而表明影响 FL F2
PR 可能还有模型以外的其他重要因素。3

一些实证研究发现 , 日益上升的离婚率对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显著的

影响 , 这也是传统的共同偏好理论无法解释的。Michael (1985) 运用加总的

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 , FL FPR 显著地受到滞后的离婚率的影响。一项更为

细致的研究成果来自 Johnson and Skinner (1986) , 他们发现 1960—1980年间

美国的 FL FPR 上升了 15个百分点 , 其中将近一半可以由传统的新家庭经济

学理论加以解释 , 尚未被解释的部分中有 1/ 3 可归因于离婚率的上升。离婚

率上升对 FL FPR 的影响分为两部分 : 直接影响是离婚女性大都从事市场劳

动 , 离婚率上升使这部分女性在女性总人口中的比重在 21年间从 213 %上升

到 617 % , 这种影响解释了 FL FPR 上升原因的 0. 8 个百分点 ; 间接影响则

与潜在的离婚因素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有关 , 这可以解释 FL FPR 上升

原因的 118个百分点。来自德国的证据也验证了离婚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

间的正相关性 (Beblo , 2001) 。

3 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分析的更为一般的讨论可见 Killingsworth and Heckman (1986)。对于有关的家庭内
部决策理论的一个更为详细的综述参见吴桂英 (2002)。
4 UNCF(1999)的研究也报告了类似的数据。

再来看一些来自于转型经济中的事实。如果我们考察一下 20世纪的最后

20年中一些转型经济国家的数据 , 并且以 1989 年为市场化改革的转折点的

话 , 不难发现 , 在 1989 年至 20 世纪末这段时间里 , 转型经济国家的结婚率

和生育率均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下降 , 而且与那之前的 10年相比 , 这个下降趋

势明显有所加快 , 而离婚率的变化却并不明显 (参见表 1) 。4

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的经验。在中国的经济转型时期 , 女性在

收入和就业两个方面与男性的差距都有所扩大 (李实等 , 1999 ; 中华全国女

性联合会、国家统计局 , 2001) , 由于改革前两性之间的差距是被政府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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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力量人为抹煞的 , 因此 , 女性在收入和就业方面的相对地位有所恶化是

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 而且在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和部门 , 两性在收入方面

的差距越大 (李实等 , 1999) 。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最高

之列 , 特别是女性劳动参与率更是大大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 (张丹丹等 ,

2002 , 表 723) , 因此 , 市场化改革是导致劳动参与率 (特别是女性的劳动参

与率) 下降的重要原因。

按照新古典的家庭分工理论 (Becker , 1981) , 当妻子的市场工资低于丈

夫时 , 女性的市场劳动时间会少于男性 , 而在家务劳动当中所花的时间则多

于男性 , 如果妻子的市场工资更高 , 那么有效率的家庭分工状态就将是丈夫

更多地从事家庭劳动。在大多数家庭 , 妻子的市场工资相对较低 , 因此 , 总

体上来看 , 女性平均的市场劳动时间低于男性 , 而家庭劳动时间则高于男性 ,

于是家庭分工表现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中国转型期间的数据

显示 , 中国家庭的分工状态的确总体上符合传统模式。但是 , 新古典家庭分

工理论在解释中国男女两性各方面差异的变化时 , 就遇到了一些困难。根据

新古典的家庭分工理论 , 当男女两性在收入和就业差距有所扩大时 , 我们可

以预期女性相对于男性将更多地从事家务劳动 , 但是调查数据却显示 , 尽管

越来越多的人同意“男人以社会为主 , 女人以家庭为主”的传统分工模式 ,

而事实上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多于男性的数量却下降了 , 而在

解释自己的就业动机时 , 越来越多的女性认为自己是出于经济上的独立而参

加就业的 (参见表 2) 。杨建春 (2003) 也报告了一组类似的数据 , 她发现 ,

在 1997—2002年间 , 尽管女性的就业状况相对于男性有所恶化 , 但女性每周

工作时间增加了 2 小时 , 而同期男性每周的工作时间只增加了 118 小时。此

外 , 我们注意到 ,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时期 , 离婚率有明显的上升5 , 这一现象

与经济的转型有着直接的联系 (叶文振 , 1997) 。实证研究发现 , 中国经济转

型期间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虽然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 ,6 但离婚率的上升却是一

个导致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的因素 (陈钊等 , 2004) 。这些现象在传统的家庭

分工理论中都是难以解释的。7

5 叶文振、林擎国 (1997)提供了 1979—1993年间中国离婚数量的统计 ,表明在这些年间中国家庭离婚数
量平均每年增长 7. 8 %。
6 杨建春 (2003)指出 ,1997—2002年间 ,中国劳动参与率大幅度下降 ,而在 25—54 岁年龄段中 ,女性劳
动参与率下降幅度明显大于男性。
7 对于女性劳动供给行为的变化 ,一种替代性的解释是家庭生产中出现了技术进步 ,这在理论上是可能
的 ,但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另一篇实证文章里 (陈钊等 ,2004) ,我们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多种因
素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结果发现 ,当控制了家庭生产的技术进步 (用家庭用电量作为代理)后 ,技术
进步指标并不显著 ,而且它不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 ,因此不与被解释变量 (女性劳动参与率及其他解释变
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存在协整关系。而离婚率却被证明对女性劳动参与率有显著影响 ,这与其他
国家的实证结果是一致的。这说明离婚率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比技术进步的作用更重要。再者 ,由于
技术进步可能同时发生在家庭生产和市场生产当中 ,因而最终来看可能对女性劳动供给和家庭分工模式
影响不大。此外 ,当出现解释同一现象的两种替代性理论时 ,判断理论的优劣的标准除了实证依据以外 ,
就应该看哪种理论能够更多地解释其他现象。对于女性参与率的离婚角度的解释能够将女性劳动供给、
离婚率上升、家庭的消费行为、女性的就业和收入地位、女性出于经济的独立而就业等现象放在一个框架
内加以分析 ,而且都有相应的经验观察作为支持。这一框架甚至还可以用来解释结婚率和出生率下降 ,
以及女性的教育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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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女性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结果 (1990和 2000)

1990 2000

两性收入差距

　城镇在业女性年均收入占男性收入的比例 ( %) 77. 5 70. 1 (1999)

　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女性年均收入占男性收入的比例 ( %) 79 59. 6 (1999)

就业

　全国 18至 64岁男性在业率 ( %) # 96. 1 93. 6

　全国 18至 64岁女性在业率 ( %) 90. 5 87. 0

　城镇 18至 64岁男性在业率 ( %) 90. 0 81. 5

　城镇 18至 64岁女性在业率 ( %) 76. 3 63. 7

　城镇 18至 49岁女性在业率 ( %) 88. 2 72. 0

　农村 18至 64岁男性在业率 ( %) 97. 4 97. 3

　农村 18至 64岁女性在业率 ( %) 93. 9 94. 8

　城镇在业女性中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 ( %) 23. 7 30. 8

家庭分工

　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多于男性的量 (小时) 2. 8 2. 7

城镇在业女性就业动机 ( %)

　“为了维持家庭和自己的生活” 53. 7 73. 8

　“在经济上独立”和“获得更高收入” 41 52. 6

　“希望充实自己的生活” 18. 8 29. 2

　“因为大家都工作” 10. 8 4. 7

观念

　同意“女性应尽量避免在社会地位上超过她的丈夫”的女性比例
　( %)

21. 5 18. 5

　同意“男人以社会为主 ,女人以家庭为主”的女性比例 ( %) N. A. 50. 4

　同意“男人以社会为主 ,女人以家庭为主”的男性比例 ( %) 51. 8 53. 9

　　注 : #本次调查对“在业”的定义为“调查前一周内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或劳动”。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第二期中国女性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www.

stats. gov. cn)整理而成。

8 换言之 ,Ott (1996)的模型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对离婚可能性的考虑使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的事实。

考虑分离的偏好和动态的决策是解释家庭分工的低效率现象的新思路。

除了前面提到的用离婚率的上升来解释女性劳动供给增加的实证文献外 , 理

论上也有一些工作尝试通过动态的家庭决策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家庭分工中

的低效率现象 (Ott , 1996 ; Beblo , 2001) 。但是这些工作存在理论上的缺陷 ,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 在 Ott (1996) 的模型中离婚对于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完

全依赖于家庭成员的效用函数是凹函数的假定 , 而在本文模型所采取的拟线

性效用函数之下 , 其结论就难以成立8。与既有的工作相比 , 本文所说的故事

是这样的 , 当外部世界的离婚率升高时 , 就向所有家庭发出了一个信号 , 那

就是婚姻和家庭越来越不稳定了。由于婚姻契约的可执行性是很差的 , 所以 ,

当离婚率升高时 , 将有越来越多的家庭相信家庭成员只能在近期达成合作 ,

而在未来 , 家庭成员只能以一定概率实现合作 , 而以另外的概率只能得到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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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状态下各自的效用。对于女性而言 ,9 如果她们仅考虑近期家庭分工所带来

的利益而较多地放弃市场劳动 , 那么 , 在一个婚姻越来越不稳定的社会里 ,

她们一旦离婚就可能很难再重新工作或者只能以低工资就业 , 考虑到这一不

安全因素 , 女性就可能牺牲家庭的近期分工利益 , 而选择更多地参与劳动力

市场。与家庭成员坚信两期都能实现合作的情况相比 , 考虑离婚可能性之后

的动态分工决策将使女性参加市场劳动的保留工资降低 , 使家庭的整体福利

水平有所下降 , 家庭分工将陷于某种低效率状态。这个模型对已有模型的另

一个值得一提的改进是 , 即使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家庭中由于神圣的爱情使

得家庭分工能够在两期合作的状态下实现最佳效率 , 但是只要仍然存在着越

来越多的家庭 (也许总量上只是一小部分) 转向采取动态战略的分工决策 ,

我们就能够解释离婚对于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相比之下 , 已有的动态战略

家庭分工模型 (Ott , 1996 ; Beblo , 2001) 都将代表性的家庭描述为采取“非

合作策略”的家庭 , 这难免让很多人觉得是经济学对于家庭决策在理解上的

重大偏误。需要指出的是 , 考虑离婚的策略性家庭分工模型并不对传统家庭

分工理论构成替代 , 在本文的模型中 , 考虑离婚可能性的家庭决策仅对家庭

分工状态在边际上有影响 , 但家庭分工仍然是顺应比较优势进行组织的。

9 通常在家庭中女性的市场劳动工资较低 ,出于行文的简便 ,我们在本文中均假设女性在家庭中是市场
劳动工资较低的一方。如果在一个家庭中是男性的市场工资较低 ,那么 ,本文的所有结论都反过来就可
以了。

三、模型 : 一个家庭分工的动态理论及分析

在这一部分中 , 我们将通过一个两期的动态模型来展现合同的不可执行

性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非对称性对于家庭分工的影响。作为参照 , 我们首先

构造一个非常简单的单人最优决策模型 , 在这个最优规划之下 , 一个人决定

其在家庭生产和市场劳动之间的时间分配 , 然后我们将用一个单期的合作模

型来展现分工对于家庭成员效用的增进作用。之后通过引入动态的分析 , 我

们将发现 , 如果考虑一个两期的模型 , 那么市场劳动中存在的人力资本积累

效应会使女性更多地参加市场劳动。进一步地 , 当家庭成员观察到市场上有

外生的离婚现象 , 那么 , 就意味着婚姻契约对于有些家庭是缺乏可执行性的 ,

也就是说 , 一旦离婚发生 , 在经济地位上较弱的一方难以有保障地得到其在

家庭合作状态下应该得到的收益。因此 , 家庭内部的分工决策将不再是一个

两期的合作契约 , 而成了两个单期的决策 , 在第二期中有一定概率的家庭将

解体 , 每个家庭成员将在这样的安排之下最大化自己两期的效用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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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单期的单人决策 : 家庭生产与市场劳动之间的时间分配

为了简化模型的计算而不影响其结论 , 我们假定个人的目标10是最大化其

消费所带来的效用 ( C) 11 , 其最优规划可用 (1) 式表示为 :

max
M , H
　C = w M + ln H , (1)

s. t . 　T = M + H ,

　　 M ≥0 .

10 鉴于前面所指出的共同偏好模型的不适用性 ,我们在本文中均假设家庭成员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而家
庭内部的分工合作只是家庭成员为了实现自己效用最大化所必须做的。
11 为简便起见 ,这里我们直接用个人的获得的消费量来度量其效用水平。
12在这个看似特殊的家庭函数之下 ,如果家庭劳动时间为零 ,家庭的效用将为负无穷 ,这与现实是相符
的。家庭生产中的一些活动是不能在市场上购买的 ,因此 ,家庭不会选择家庭劳动时间为零。此外 ,我们
在效用函数中忽略了对于闲暇的考虑 ,因为我们所关心的是家庭在市场劳动和家庭劳动之间的时间分
配 ,考虑闲暇对于这一问题并无实质性的帮助。

其中 , w 表示其市场劳动的单位工资 , M 表示其市场劳动时间 , H表示家庭

劳动时间。我们假设家庭生产函数是一个对数形式的凹函数12 , 市场劳动创造

的收入可以等量地购买消费品 , 而家庭生产创造的消费品和市场劳动收入购

买的消费品是线性可加的。这个最优规划有两个约束条件 , 一个是时间约束 ,

即两部分劳动时间之和必须等于一个总的时间 ( T) , 同时 , 市场劳动时间必

须是非负的。解这个最优规划 , 我们构造如下拉格朗日函数 :

L = w M + ln H +μ( T - M - H) +σM . (2)

其中 , μ和σ分别是时间约束和市场劳动时间非负约束的拉格朗日乘子 , 解

上述最优规划得到一组一阶条件和相应的互补松弛条件 :

9L
9M

= w - μ +σ≤0 , 　M ≥0 , 　M ·9L
9M

= 0 ; (2a)

9L
9H

=
1
H

- μ = 0 ; (2b)

9L
9μ = T - M - H = 0 ; (2c)

9L
9σ = M ≥0 , 　σ≥0 , 　σ·9L

9σ = 0 . (2d)

上述解有两种情况 :

(1) σ> 0 , 此时 , M = 0 , H = T , w =
1
T

-σ;

(2) σ= 0 , 此时 , H =
1
w

, M = T -
1
w

, w =
1
H

>
1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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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 在单人最优决策中 , 参加市场劳动的保留工资是 w =
1
T

, 如

果工资更低 , 那么这个人不会参加市场劳动。而当 w >
1
T
时 , 此人将从事市

场劳动且 C = w T - 1 - ln w。

(二) 单期家庭合作决策

我们接下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合作决策 , 其中两个家庭成员参加市场

劳动所获得的工资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由于世界各国的情况都是女性平均工

资相对较低 , 而且女性在寻找配偶时也往往采取“上婚”策略 , 即倾向于嫁

给比自己收入高的男性 (林爱冰等 , 2001) , 所以我们在本文中假设 w m >

w f 13。我们分别用上标 m 和 f 表示男性和女性的有关变量。

13 对于单纯的理论模型来说 ,假设 w m > w f 并不是必需的 ,但是相反的假设并不改变本文想要揭示的家
庭分工中的低效率问题。
14 之所以在家庭决策问题中纳什议价方法得到广泛的运用 ,是因为这种简单的方法可以避免非合作博弈
方法中对于博弈规则、行动和信息结构的复杂描述 ,而且在静态的环境中 ,合作博弈下的效率解可能会出
现 ,而婚姻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 (Lundberg and Pollak , 2001)。Shubik (1989)对于非合作博弈在对
“复杂而结构松散的社会相互作用”的分析中是否有用也持怀疑态度。本文的模型在效用分配上采取了
纳什合作议价方式 ,而后文中的两期模型则具有非合作博弈的性质 ,这完全是为了揭示家庭分工中的低
效率 ,好在这个博弈的结构非常简单。

我们先来看男性的决策 , 他的目标是通过选择市场劳动时间来最大化其

消费 , 即 :

max
M

m
　Cm , (3)

s. t . 　M m ≥0 ;

　　 T - M m ≥0 .

实际上 , 在男性的决策中他所能够获得的消费量还取决于女性的行为 , 以及

在家庭合作决策中的效用分配。在家庭合作决策之中 , 当两位家庭成员都已

经决定了他们的时间分配后 , 家庭的消费总和可以写作 :

Cm + Cf = w m M m + w f M f + ln (2 T - M m - M f ) . (4)

然后我们再来看家庭成员如何进行分配。Manser and Brown (1980) 和 McEl2
roy and Horney (1981) 最早用纳什议价方法来研究家庭内部决策 , 我们也使

用这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来研究家庭效用分配。14令 D i 为 i ( i = m , f ) 在单个

人时的最大可能消费量 (即 C = w T - 1 - ln w ) 作为纳什议价家庭合作决策

中夫妻双方的威胁点。注意 D i与 M i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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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纳什合作议价15原则可以得到 :

Cm - Cf = Dm - D f . (5)

根据 (4) 和 (5) 式 , 可得 :

Cm =
1
2

[ w m M m + w f M f + ln (2 T - M m - M f ) + Dm - D f ]. (6)

将 (6) 式代入 (3) 式的最优规划 , 并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

L = Cm +σm M m + v m ( T - M m ) . (7)

其中 , σm 和 v m 分别表示男性的市场劳动时间非负条件和家庭劳动时间非负

条件的拉格朗日乘子。解此规划所得的一阶条件经过整理得 :

w m =
1

2 T - M m - M f - 2σm + 2 v m . 16 (8)

15 纳什合作议价的规划是 max
C

m
, C

f
( Cm - Dm) ( Cf - D f ) ,这实际上是一个分配原则 ,其中博弈双方具有相同

的议价能力 ,根据这个原则 ,家庭合作分工产生的剩余 (即家庭总消费扣除两者的威胁点)将在两人之间
平分 ,即得 (5)式。注意 ,这个合作博弈本身并不直接决定两者的市场劳动时间 ,市场劳动时间是两人在
平分合作的剩余的情况下再最大化自己的消费来决定的。这里 ,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求解家庭合作分工
的方法 ,这个方法简便易行 ,且能为后面的分析提供方便。当然 ,在这个单期的合作模型下可以证明 ,这
个解法与直接将两人的市场劳动时间作为合作博弈的控制变量的解法将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 ,但由于我
们在后文中将要放弃家庭联合效用最大化的假定 ,因此 ,在这里我们也没有将家庭合作博弈作为模型的
出发点。
16 两个互补松弛条件分别为 v m ( T - M m) = 0和σmM m = 0。

同理 , 我们如果用类似 (7) 式的最优规划求解女性的市场劳动时间 , 可得 :

w f =
1

2 T - M m - M f - 2σf + 2 v f . (9)

其中 , σf 和 v f 分别表示女性的市场劳动时间非负条件和家庭劳动时间非负条

件的拉格朗日乘子。(8) 和 (9) 两式实际上是夫妻双方假设对方市场劳动时

间给定时自己的反应函数。理论上四个乘子的取值共有 16种组合 , 但有些情

况显然可以排除掉。因为 w m > w f , 所以可以排除 v m , σm , σf = 0或σm > 0 ,

σf = 0 , v m = 0的情况。又由两个互补松弛条件可知 , v i 与σi ( i = m , f ) 不

会同时大于 0。并且 , 由于一定有 Hf + Hm > 0 , 那么也不会出现 v i > 0 , σi =

0 ( i = m , f ) 的情况 , 所以仅剩下四种可能 :

(1) v m , v f = 0 ; σm , σf > 0。由此可以解得 : M m = M f = 0 , Hm = Hf =

T ,
1

2 T
= w m + 2σm = w f + 2σf。这时家庭成员之间没有分工 , 两个人都不参

加市场劳动。

(2) v m = v f =σm = 0 ; σf > 0。可以解得 : M f = 0 , Hf = T , Hm =
1

w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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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M m = 2 T -
1

w m ,
1

T + Hm = w m = w f + 2σf。也就是说 , 当 1
2 T

< w m <
1
T

时 , 女性仍完全从事家庭生产 , 男性开始分工 , 部分从事市场活动。由于家

庭的形成 , 可用的家庭劳动时间总量增加 , 家庭劳动的边际产出随之降低 ,

这使得工资较高一方 (男性) 参加市场劳动的保留工资降低为w =
1

2 T
。

(3) v f =σm = 0 ; v m , σf > 0。可以解得 : M m = Hf = T , Hm = M f = 0 ,

1
T

= w m - 2 v m = w f + 2σf。当 w f <
1
T

, w m >
1
T
时 , 女性完全从事家庭生产 ,

男性完全从事市场活动。

(4) v m > 0 , v f =σm =σf = 0。可以解得 : Hm = 0 , M m = T , Hf =
1
w f

,

M f = T -
1
w f ,

1
Hf = w f = w m - v m。当 1

T
< w f < w m 时 , 男性完全从事市场

活动 , 而女性部分从事市场活动。

由上述分析可见 , 在家庭合作决策中夫妻双方参加市场劳动的保留工资

是不同的 , 男性保留工资 w m =
1

2 T
, 女性保留工资 w f =

1
T
。为了能够进一步

地揭示家庭分工状态下双方的所得 , 我们选择了上述情况 (4) 进行了一些细

致的分析。在状态 (4) 之下 , 我们有 :

D i = w i T - 1 - ln w i , 　i = m , f . (10)

Cm = w m T -
1
2

-
1
2

ln w m ; (11a)

Cf = w f T -
1
2

- ln w f +
1
2

ln w m . (11b)

可见 , 家庭成员在组成家庭后的效用比单个人状态下的效用有所提高。此外

我们还可以得到 :
9Cf

9w f = T -
1
w f > 0 ,

9Cm

9w f = 0 ,
9Cm

9w m = T -
1

2 w m > 0 ,
9Cf

9w m =

1
2 w m > 0。由此可见 , 家庭内分工的好处来自于男性从家庭生产活动中的解

放 , 当然这是以女性承担了家庭劳动为前提的 , 这一家庭分工的好处被双方

平均分配。我们还可以计算出女性的实际产出为 ( w f T - 1 - ln w f ) , 也就是

说 , 女性的产出与组成家庭前的产出 (威胁点) 相同 , 因此 , 女性工资的提

高只会提高她自己的威胁点而不会增加男性的消费。于是 , 我们可以得到与

Becker (1981) 一样的一个命题 :

命题 1　由于存在合作的家庭组织 , 市场工资较高的家庭成员参加市场劳

动的保留工资降低了 , 从而能够更多地参与市场劳动。家庭内部分工的出现

提高了家庭成员各自的效用 , 从而提高了家庭的总福利。

增刊 陈钊等 : 离婚的动态家庭分工理论及保险机制 177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 家庭两期合作劳动分工决策

17 当然 ,如果社会中存在某种制度来保证家庭成员在未来进行合作 (即使不是以家庭的形式)并平均地分
配剩余 ,那么 ,相应的信心也能够建立起来。
18 考虑到在现实中 ,劳动时间往往是需要高于一定的界线之后 ,就业才进入统计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讨
论离婚可能性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实际上也可以得出离婚对于按人数统计的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考虑两期的家庭分工决策 , 作为考虑有离婚可能时的两期分

工决策模型的参照。这里我们暂且假定家庭成员具有这样的信念 : 在未来的

一期 , 家庭成员仍然进行合作 , 并将合作的剩余在成员之间进行均分。这种

信念是建立在对家庭和婚姻关系的信心之上的。17为了简化分析 , 我们在两期

模型中假设 w m1 > w f 1 >
1
T

, 也就是说 , 我们两期动态模型的参照系是家庭单

期合作决策模型中的第 (4) 种情况 , 即女性部分地参加了市场劳动 , 而男性

完全参加市场劳动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比较常见 , 而且针对这种情况

的分析可以较好地展现离婚的可能性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18此外 , 我们还

假定家庭分工将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作用 , 从事市场劳动的人在第二期将获

得更高的工资 , 在第一期的工作时间越多 , 人力资本积累越快 , 第二期的工

资就越高。一个简化而可行的假设是 , 工资增长的速率是第一期市场劳动时

间在总的可支配时间中的比率 , 即 w i2 = w i1 1 +
M i1

T
, i = m , f 。

男性的最优规划是通过选择第一期的市场劳动时间最大化其两期的效用

(消费) 之和 , 即 :

max
M

m1
　Cm = Cm1 + Cm2 , (12)

s. t . 　T - M m1 ≥0 .

由于我们是在上述第 (4) 种情况下讨论问题 , 因此男性的最优规划中不再有

市场劳动时间非负约束。对称地 , 女性也有一个类似的规划。当两个人在第

一期的劳动时间分配已经决定之后 ,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两人通过纳什议价来

分配家庭的总效用。我们的求解方法实际上是与前面相类似的逆向求解法 ,

先看每个人在家庭效用分配中分得多少 , 再将其代入两个人各自的效用最大

化规划 , 解得各自的反应函数 , 然后再最终解出具有纳什均衡性质的家庭劳

动时间分配解。

为了求出两个人各自分得多少效用 , 首先我们来看家庭的总效用 (消费)

有多少。在第二期 , 家庭分配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单期的家庭合作解 , 所以

根据单期家庭合作决策解可以直接写出 :

Cm2 = w m2 T -
1
2

-
1
2

ln w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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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m1 ( T + M m1) -
1
2

-
1
2

ln w m1 1 +
M m1

T
; (13a)

Cf 2 = w f 2 T -
1
2

- ln w f 2 +
1
2

ln w m2

= w f 1 ( T + M f 1) -
1
2

- ln w f 1 1 +
M f 1

T

　+
1
2

ln w m1 1 +
M m1

T
. (13b)

令 Ci = Ci1 + Ci2 , i = m , f , 由于有 Cm1 + Cf 1 = w m1 M m1 + w f 1 M f 1 +

ln (2 T - M m1 - M f 1) , 则可计算家庭总效用 :

Cm + Cf = w m1 ( T + 2 M m1) + w f 1 ( T + 2 M f 1)

- 1 + ln (2 T - M m1 - M f 1) - ln w f 1 1 +
M f 1

T
. (14)

而当两人在第一期通过纳什合作议价分配家庭效用时 , 两个人的所得实际上

是由他们各自在第一期的威胁点决定的 , 根据纳什议价解的性质 , 我们有 :

Cm - Cf = Dm1 - D f 1 = ( w m1 - w f 1) T - ln w m1 + ln w f 1 . (15)

由此可解得 :

Cm = w m1 ( M m1 + T) + w f 1 M f 1 +
1
2

ln (2 T - M m1 - M f 1)

　 -
1
2

ln w f 1 1 +
M f 1

T
+

1
2

ln w f 1 -
1
2

ln w m1 -
1
2

; (16a)

Cf = w m1 M m1 + w f 1 ( M f 1 + T) +
1
2

ln (2 T - M m1 - M f 1)

　 -
1
2

ln w f 1 1 +
M f 1

T
+

1
2

ln w m1 -
1
2

ln w f 1 -
1
2

. (16b)

将 (16a) 代入 (12) 并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L = Cm + v m ( T - M m1) , 便可解

得最优规划的一阶条件和互补松弛条件 :

w m1 =
1
2
· 1

2 T - M m1 - M f 1 + v m , (17a)

v m ( T - M m1) = 0 . (17b)

类似地 , 将 (16b) 代入女性的最优规划也可解得相应的一阶条件和互补松弛

条件 :

w f 1 =
1
2

1
2 T - M m1 - M f 1 +

1
T + M f 1 + v f , (18a)

v f ( T - M f 1) = 0 . (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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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w m1 > w f 1 , 所以 v m ≠0 , 又由于家庭劳动时间必不可少 , v m 与 v f 就不

可能同时大于 0 , 所以可能的情况只有 : v m > 0 , v f = 0。由此可以解得 :

M m1 = T , Hm1 = 0 , M f 1 = T2 -
T

w f 1

1
2

, Hf 1 = T - T2 -
T

w f 1

1
2

.

令Δ1表示两期家庭合作分工状态下女性第一期市场劳动时间比单期家庭

合作分工状态下女性市场劳动时间的增加量 , 即Δ1 = T2 -
T

w f 1

1
2

-

T -
1

w f 1 , 不难证明 , Δ1 > 0。以上的分析可以总结为 :

命题 2　即使存在人力资本积累 (工资上升) 的效应 , 只要女性初始工资

水平低于男性 , 其最优决策仍然是部分地从事家庭生产。但是 , 相对于单期

的家庭分工决策 , 女性将减少其在第一期的家庭劳动时间 , 增加市场劳动的

时间。

进一步考虑这个市场劳动时间的增加量与女性第一期市场工资的关系 ,

可得 :

dΔ1

d w f 1 =
1

( w f 1) 2 ·
1

2 (1 - 1/ ( w f 1 T) )
1
2

- 1
> 0 ,

1
T

< w f 1 <
4

3 T
;

< 0 , w f 1 >
4

3 T
.

(19)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

命题 3　与单期的家庭分工决策相比 , 在两期家庭合作分工决策中女性市

场劳动时间的增加量与其第一期的工资水平有关。女性的初始工资水平通过

两种作用影响上述市场劳动时间的增加量。首先 , 初始工资水平增加意味着

家庭劳动时间减少、家庭劳动的边际产出增加 , 这就加大了女性增加市场劳

动的机会成本。其次 , 初始工资水平增加也意味着增加市场劳动时间后通过

人力资本积累效应能够获得的收入提高。当女性的初始工资低于临界值时 ,

后一种效应占主导 , 因而初始工资越高使女性增加的市场劳动时间也越多。

当女性的初始工资超过临界值时 , 前一种效应占主导 , 因而女性初始工资水

平越高 , 上述市场劳动时间的增加量就越小。

(四) 存在离婚可能的动态家庭分工决策

在两期合作的家庭分工决策模型中 , 我们需要家庭成员间有一个具有约

束力的契约 , 至少 , 两个人之间要有一种隐性的契约 (或者是某种信念 , 或

者出于感情的力量) 来保证合作。但是 , 鉴于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离婚率普

遍大幅度提高 , 而转型经济国家中婚姻家庭的稳定性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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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钊等 , 2004) , 我们只能在经济学意义上将婚姻契约视为可执行性较差的

契约 , 也就是说 , 社会缺乏有效的机制或制度保证婚姻在第二期能够得以维

持。更为一般地 , 家庭成员无法相信双方能够在第二期继续分工合作并均分

分工的剩余 , 哪怕不以家庭为基础。由于婚姻不再是稳定的 , 女性第一期的

消费量无法再从第二期分工的剩余中得到转移或补偿。这时原先的两期合同

变得不可执行 , 由于第二期出现了离婚的可能 , 夫妻双方的合作议价和收益

分配只能在两期中分别地进行。在这个两期的模型中 , 我们假设第二期离婚

的概率为 p (0 < p < 1) , 两个人在第二期只能以一定的概率获得合作的收益 ,

同时也有可能获得离婚后单个人的效用。这样 , 女性的最优规划便可以写作 :

max
M

f 1
　ECf = Cf 1 + pCf 2′+ (1 - p) Cf 2 , (20)

s. t . 　T - M f 1 ≥0 .

类似地 , 男性也有这样一个最优规划。接下来我们要计算夫妻双方各自的期

望效用。根据我们的单期决策模型 , 可以计算出双方第 1期的消费量 :

Cm1 =
1
2

[ w m1 M m1 + w f 1 M f 1 + ln (2 T - M m1 - M f 1) + Dm1 - Df 1 ] ;

(21a)

Cf 1 =
1
2

[ w m1 M m1 + w f 1 M f 1 + ln (2 T - M m1 - M f 1) - Dm1 + D f 1 ].

(21b)

其中 , D i1 = w i1 T - 1 - ln w i1 , i = m , f 。

在第二期中 , 双方的消费决定要看双方是否离婚。如果离婚的话 , 有 :

Ci2′= w i1 ( T + M i1) - ln w i1 1 +
M i1

T
- 1 , 　i = m , f . (22a)

如果不离婚的话 , 有 :

Cm2 = w m1 ( T + M m1) -
1
2

ln w m1 1 +
M m1

T
-

1
2

; (22b)

Cf 2 = w f 1 ( T + M f 1) - ln w f 1 1 +
M f 1

T
+

1
2

ln w m1 1 +
M m1

T
-

1
2

.

(22c)

将 (22a) 至 (22c) 代入女性的最优规划 , 并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L = ECf +

v f ( T - M f 1) , 可以解得一个一阶条件和一个互补松弛条件 :

w f 1 =
1
3
· 1

2 T - M m1 - M f 1 +
2
3
· 1

T + M f 1 +
2
3

v f , (23a)

v f ( T - M f 1) = 0 . (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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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地 , 我们也可以通过男性的两期最优决策解得 :

w m1 =
1
3
· 1

2 T - M m1 - M f 1 +
1 + p

3
· 1

T + M m1 +
2
3

v m , (24a)

v m ( T - M m1) = 0 . (24b)

19 当 w f 1 >
1
T
时 ,有 :

d M f 1

d w f 1 = -
1
6

( w f 1) - 2 +
1
2

1
36

( w f 1) - 2 + T2 -
T

w f 1

- 1
2
· T -

1
18 w f 1 ( w f 1) - 2 >

-
1
6

+
1
2

1
36

T 2 + T2
- 1

2
· T -

T
18

( w f 1) - 2 =
1
6

( w f 1) - 2 17

37
- 1 > 0 .

在这一组最优条件下 , 因为 v f、v m 不同时大于 0 , 且 w f 1 < w m1 , 所以必定

有 v m > 0 , v f = 0 , 于是我们可以解得 : M m1 = T , Hm1 = 0 , M f 1 =
1

6 w f 1 +

1
36 ( w f 1) 2 + T2 -

T
w f 1

1/ 2

。不难发现 , 只要存在离婚的可能性 , 家庭分工决

策结构随之而改变 , 当然 , 此处 M f 1仍然是 w f 1的增函数。19相对于两期合作

家庭分工决策的结果 , 这里女性的工作时间将增加 , 而且其参加市场劳动的

保留工资将降低 (容易证明 , 这时的保留工资小于 1/ T) 。于是有 :

命题 4　由于同时存在人力资本积累的非对称性和契约的不可执行性 , 考

虑到离婚的可能性后 , 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决策只能一期一期地进行 , 这时 ,

相对于两期合作的家庭分工决策 , 市场工资较低的一方将增加其劳动供给。

那么 , 在女性增加其劳动供给的情况下 , 家庭的福利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

当家庭成员在一期中的市场劳动时间已经决定以后 , 那么 , 家庭在两期中的

效用总和就可以表示为 (14) 式 , 由于在我们所考虑的情况下 , 男性的市场

劳动时间一定是 M m1 = T , 因此我们可以将 (14) 式写作女性第一期的市场

劳动时间 M f 1的凹函数 , 将家庭两期的总效用对女性第一期的市场劳动时间

求一阶导 , 可以计算出女性第一期市场劳动时间对家庭总效用的边际贡献为

2 w f 1 -
2 T

T2 - ( M f 1) 2。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 当女性的第一期市场劳动时间的

边际贡献为零 , 即 M f 1 = T2 -
T

w f 1

1
2
时 , 家庭两期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值 , 而

家庭两期合作分工下女性第一期的市场劳动时间恰恰是这个使得家庭两期效

用总和最大的量 , 因此我们不妨将两期家庭合作分工状态下家庭的总效用记

为 CFB , 这个效用总和是最优的。

在存在离婚可能的动态家庭分工决策下 , 家庭的最高效用总和就是家庭

在第二期事实上并没有离婚的情况下的效用水平 , 我们将这个家庭效用总和

记为 C′。这时 , 如果第一期两人的市场劳动时间给定的话 , 那么家庭两期的

效用总和也可以用 (14) 式来表示 , 但是由于这时女性的市场劳动供给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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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期合作分工状态下的劳动供给 , 因此 , 女性的劳动供给过多了 , 女性市

场劳动供给对家庭两期效用总和的边际贡献是负的。也就是说 , 在存在离婚

可能的动态家庭分工决策下 , 即使在事后家庭在第二期并没有离婚 , 但是在

事前 , 由于女性的市场劳动供给过多 , 也会造成家庭福利的损失。现实中 ,

由于存在离婚的可能 , 那么如果事实上第二期家庭仅能够得到一个离婚后的

效用水平 (记为 C″) , 那么一定 CFB > C′> C″。这一分析可以总结为 :

命题 5　当家庭成员考虑到离婚的可能性时 , 在两期的分工决策中 , 家庭

的福利水平相对于两期合作分工的状态有所降低。即使事实上在第二期家庭

并没有离婚 , 这种福利损失也无法避免。

进一步考察存在外生的离婚概率时女性市场劳动时间将受到怎样的影响。

令Δ2 代表存在离婚可能时 , 女性市场劳动时间和两期合作家庭分工决策下女

性市场劳动时间之差 , 即 :

Δ2 =
1

6 w f 1 +
1

36 ( w f 1) 2 + T2 -
T

w f 1

1/ 2

- T2 -
T

w f 1

1/ 2

. (25)

容易证明
dΔ2

d w f 1 < 0。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

命题 6　在考虑离婚的动态家庭分工决策之下 , 市场工资较低的女性初始

的工资水平越低 , 对离婚可能性的考虑带来的女性市场劳动时间的扭曲就越

严重。

我们可以对命题 6 背后的机制稍作解释。女性上述策略性的行为需要以

背离比较优势为代价。如果女性初始的市场工资水平较低 , 那么其家庭劳动

时间就会较多 , 由于家庭劳动的边际产出递减 , 这时家庭劳动的边际产出就

较低。因此 , 此时女性采取上述策略性行为减少家庭劳动所付出的代价就较

少 , 这使得她会相对更多地增加自己的市场劳动时间。

四、婚姻家庭稳定性的保险机制对家庭分工的影响

以上我们证明了离婚可能性的存在使女性倾向于更多的市场劳动。这是

因为 , 可能出现的家庭破裂使双方需要每一期都进行谈判。这样 , 女性为了

让丈夫从家庭生产中解脱出来而承担家务劳动的行为就不利于提高第二期中

的谈判地位 , 这将给女性带来损失。这时 , 女性只能通过在第一期更多地参

加市场劳动来进行自我保险。

既然如此 , 那么一个减少这种家庭内部劳动分工中低效率的可能方法就

是通过制度的设计为女性提供类似的保险。例如 , 可以在第一期从家庭的总

收入中预留出一定的数量 , 该数量与女性第一期家庭劳动时间正相关 ,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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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破裂 , 预留的部分就归女性所有 , 作为对其第一期中从事家务劳动以至

于市场劳动的工资增长较慢的补偿。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在实施这种保险制度

之后 , 家庭分工、女性就业和家庭成员的福利将受到怎样的影响。

假设从第一期的家庭所得中预留的数量为 G , G = k ( T - M f 1) , k > 0。

于是 , 双方第一期的消费为 :

Cm1 =
1
2

[ w m1 M m1 + w f 1 M f 1 + ln (2 T - M m1 - M f 1) + Dm1 - D f 1 - G ] ;

(26a)

Cf 1 =
1
2

[ w m1 M m1 + w f 1 M f 1 + ln (2 T - M m1 - M f 1) - Dm1 + D f 1 - G ].

(26b)

其中 , D i1 = w i1 T - 1 - ln w i1 , i = m , f .

在第二期中 , 如果双方离婚 , 则有 :

Cm2′= w m1 ( T + M m1) - ln w m1 1 +
M m1

T
- 1 ; (27a)

Cf 2′= w f 1 ( T + M f 1) - ln w f 1 1 +
M f 1

T
- 1 + G. (27b)

如果不离婚的话 , 由于女性谈判地位有所提高 (提高了 G) , 所以在谈判中

有 :

Cm2 = w m1 ( T + M m1) -
1
2

ln w m1 1 +
M m1

T
-

1
2

; (27c)

Cf 2 = w f 1 ( T + M f 1) - ln w f 1 1 +
M f 1

T

　+
1
2

ln w m1 1 +
M m1

T
-

1
2

+ G. (27d)

从以上式子中可见 , 保险机制的引入确实提高了女性的消费水平。女性

的最优规划仍不变 , 将 (26b) 、 (27b) 和 (27d) 代入其中并构造拉格朗日函

数 L = ECf + v f ( T - M f 1) , 同样可以解得一个一阶条件和一个互补松弛条

件 :

w f 1 =
1
3
· 1

2 T - M m1 - M f 1 +
2
3
· 1

T + M f 1 +
1
3

k +
2
3

v f , (28a)

v f ( T - M f 1) = 0 . (28b)

男性最优决策的解不变 :

w m1 =
1
3
· 1

2 T - M m1 - M f 1 +
1 + p

3
· 1

T + M m1 +
2
3

v m , (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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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m ( T - M m1) = 0 . (29b)

由于 k > 0 , 在这一组最优条件下有 v m > 0 , v f = 0 , 可以解得 : M m1 =

T , Hm1 = 0 , M f 1 =
1

6 w f 1 -
1
3

k)
+

1

36 w f 1 -
1
3

k
2 + T2 -

T

w f 1 -
1
3

k

1/ 2

。

由此不难发现 , 保险制度的引入在提高女性消费的同时相当于提高了女性第

一期家务劳动的回报 ,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 , 这必然会使女性第一期的市场劳

动时间也跟着减少 , 从而可能提高家庭的总福利。20也就是说 , 保险制度的引

入确实能够起到提高家庭内部劳动分工效率的作用。

20 这里我们假定女性仍然部分地从事市场劳动。

接下来 , 我们希望运用数学方法来揭示这样的保险制度对于男性的影响 ,

但是我们在数学上遇到了难以判断符号的非常复杂的表达式 , 于是我们求助

于数值模拟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模拟中 , 我们取 w m1 =
1
4

, w f 1 =
1
6

, T =

12。离婚率的取值依照中国的历史数据取 018‰到 118‰之间。

结合这一部分中的数学分析和数值模拟 , 我们获得了下面这样一系列命

题 :

命题 7　在既定的离婚率之下 , 如果为家庭提供婚姻稳定性的保险 , 那

么 , 随着保险力度 ( k) 的上升 , 家庭福利先是上升 , 然后加速度下降。存在

着一个最优的保险力度使得家庭总福利达到两期合作分工下的水平。

这是因为 , 虽然保险制度中规定预留的保险金只有在离婚时才全部给女

性 , 但这却相当于提高了女性第二期的威胁点 , 使她即使不离婚也能够在谈

判中多得到相当于全部保险金的收入。由于预留的保险金是双方平摊的 , 最

终来看 , 保险机制的存在使女性得到了相当于保险金数量一半的额外收益。

既然这项收益与她第一期的市场劳动时间负相关 , 那么女性当然会减少第一

期的市场劳动时间。但是 , 当保险力度过大时 , 女性第一期市场劳动时间会

下降到家庭的最优分工水平之下 , 此时保险力度的进一步提高自然就会使家

庭福利进一步下降 (参见图 1) 。

命题 8　在既定的离婚率之下 , 如果为家庭提供婚姻稳定性的保险 , 那

么 , 随着保险力度 ( k) 的提高 , 女性的福利不断上升 , 而男性的福利则不断

下降。特别地 , 在最优的保险力度下 , 虽然家庭总福利能够达到两期合作分

工时的最优水平 , 但女性单方面的福利水平仍然要低于两期合作分工状态。

如图 2和图 3所示 , 婚姻保险在提高家庭福利的同时使女性的福利以更

快的速度增加 , 因此男性的福利在提高保险力度的过程中是下降的 ,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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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保险力度上升对家庭福利的影响 ( p = 018‰)

当过度的保险使家庭福利反而下降时 , 女性福利的提高是以男性福利水平的

更快速的降低为代价的。耐人寻味的是 , 最优保险力度虽然能够使家庭总福

利达到两期合作分工时的水平 , 但却不能使女性的福利水平也重新上升到两

期合作分工时的状态。这是因为 , 对离婚可能性的考虑使家庭分享总收入的

谈判模式发生变化 , 女性在家庭分配中的所得不再仅仅由第一期的谈判地位

确定 , 而是要分别以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相对谈判地位来决定。由于女性第一

期的市场劳动相对较少 , 因此在第二期中她的相对谈判地位自然也就下降。

这种变化使女性的福利水平降低。

上述命题所引申的一个含义是 , 即使保险能够使家庭重新实现最优分工

状态 , 但是潜在的家庭不稳定因素总是不利于市场地位较弱 (这里是指市场

工资较低) 的一方。虽然理论上而言更高的保险力度完全能够抵消这种不利

影响 , 但这与效率目标是冲突的。并且在现实中这种做法也是不太实际的。

图 2　保险力度上升对女性福利的影响 ( p =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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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保险力度上升对男性福利的影响 ( p = 018‰)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我们在本文中以单期和两期的家庭合作分工状态为参照 , 研究了离婚的

可能性对于家庭分工效率的影响。我们从理论上证明 , 在单期决策中 , 由于

有了家庭组织 , 家庭成员参加市场劳动的保留工资降低 , 分工的程度得以加

强 , 家庭成员的效用得以增进。当考虑到两期决策中市场劳动的人力资本积

累效应时 , 女性的市场劳动时间会有所增加。而当在两期的家庭分工决策中

引入离婚的可能性以后 , 我们证明 , 当外生的离婚可能性导致家庭两期合作

分工契约无法执行时 , 女性将更多地参与市场就业。我们的模型由于引入了

外生的离婚率 , 从而发展了已有的动态战略性家庭分工理论 , 也更好地解释

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离婚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正相关以及家庭分工低

效率等现象。

根据本文的分析 , 当女性考虑到未来离婚的可能性而选择更多地参加市

场劳动时 , 实际上家庭的分工就陷入了一种低效率状态 , 如果存在某种制度

可以保持婚姻稳定 , 或者保证家庭成员以其他的方式进行分工合作并均分分

工的收益 , 或者至少让家庭成员具有这样的信心来进行一个两期的合作分工 ,

并实施这样一个契约 , 那么 , 家庭成员的分工将更有效率。在本文中 , 我们

提供了一种由第三方 (政府或保险公司) 参与的保险机制 , 我们证明 , 这样

一种保险机制能够有效地提高市场工资较低的家庭成员的福利水平 , 并且也

能提高家庭的总福利 , 而且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个最优的保险力度 , 能够使得

家庭的分工状态实现家庭两期合作分工状态下的最高的家庭福利水平。由于

通常在家庭中均是女性的市场工资较低 , 所以 , 这个机制主要有利于保护女

性的利益 , 但是这个保险机制并不能使得女性的福利提高到两期合作状态下

的福利水平。当然 , 在婚姻和家庭这样的领域 , 制度建设总是难以清楚地界

定成本和收益 , 甚至权利与义务 , 这时 , 不成文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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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有助于人们增强对于家庭合作的信心 , 从而促进家庭分工效率的提高。

在引入了分离偏好和动态决策之后 , 家庭分工的结果就不再是有效率的

了 , 这一点对于一般的劳动分工理论也是富于启示意义的。在 20 世纪 90 年

代以前 , 劳动分工理论实际上都是围绕“斯密定理”展开的 , 也就是说 , 劳

动分工的程度是受到市场范围的制约的。20世纪 90年代劳动分工理论取得了

两个重大进展。杨小凯等人的工作证明 , 分工程度是分工深化所带来的收益

———更高的生产能力———和由此引起的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的结果 , 在他的

理论中 , 还能够从交易效率的提高来解释分工的出现 ( Yang and Borland ,

1991) 。时隔一年之后 , Becker and Murphy (1992) 认为 , “斯密定理”主要

适用于市场范围还很小的经济 , 而在现代经济中制约劳动分工的主要因素是

“协调成本” (coordination costs) 。21但是 , 这些既有的分工理论所讨论的最优

分工程度都是有效率的 , 而动态的家庭分工理论的启示是 , 如果没有具有约

束力的契约或者道德约束作为保证 , 那么由行为人的动态博弈所决定的最优

分工程度并不一定是有效率的。

21 Becker and Murphy(1992)的模型也能够展现市场容量对于分工程度的影响。关于分工理论的发展 ,请
参见杨小凯等人的一篇综述文章 ( Yang and Ng , 1998)。

在本文的基础上有两个值得继续努力的理论研究方向。首先 , 本文模型

在考虑离婚因素时 , 是将它作为一个外生因素来处理的 , 相信如果将离婚可

能性内生化 , 将可能得出一些进一步的结果。本文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

在本文模型中考虑内生的离婚可能性将使得模型变得难以处理。其次 , 本文

虽然是研究家庭分工的 , 但是这一模型却可以一般化为一个动态的战略性分

工理论 , 如果在这个模型中进一步考虑两个决策者之间的交换行为的话 , 这

个理论将可以用于解释其他劳动分工中的低效率现象 (如国际贸易中的贸易

保护和大国内部的地区间市场分割等) , 陆铭等 (2004) 就是这样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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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y of Intra2Household Labor Division with
Divorce and An Eff iciency2improving

Insurance Mechanism

ZHAO CHEN　M IN G L U 　GU IYIN G WU

( Fudan U 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evelops a two2period dynamic model of intra2household labor division

with divorce explicitly incorporated.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divorce , the member with lower mar2
ket wage will increase his/ her labor supply as a self2insurance in order to accumulate more experi2
ence in market work so his/ her economic losses are minimized when divorce happens. The possi2
bility of divorce in dynamic decision results in efficiency losses in intra2household labor division.

We develop an insurance mechanism that is proved to be able to eliminate this distortion in effi2
ciency.

JEL Classif ication　D13 , J16 , J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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